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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計畫行為理論探究學生作弊行為之縱貫分析

彭聖哲　龔心怡＊

摘 要

本研究旨在以 Beck 與 Ajzen（1991）納入道德義務因素的計畫行為理論來探討臺灣學

生的作弊現況，並建構計畫行為理論的作弊結構模式，再以兩波資料追蹤縱貫效果。

透過問卷調查法，以臺灣公立國高中生為研究母群，抽樣 1,168 位國高中學生，應用結

構方程模式進行考驗。研究結果顯示：一、本研究建立計畫行為理論之作弊結構模式

適配度佳。二、態度、知覺行為控制、道德義務可以顯著預測作弊意圖，且能透過作

弊意圖間接預測作弊行為；作弊意圖也能顯著預測當前的作弊行為。三、計畫行為理

論之作弊結構模式具有縱貫效果，當前作弊意圖可以顯著預測未來的作弊行為。最後，

依據研究結果對教育現場與未來研究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詞：作弊、計畫行為理論、道德義務、結構方程模式、縱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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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ongitudinal Study of Students’ Cheating Behaviors in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Sheng-Che Peng　Hsin-Yi Kung ＊

Abstract

Adopt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in moral obligation proposed by Beck and Ajzen（1991）,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eating behaviors in students and to construct the 
structural model of cheating. The current study also sought to establish the longitudinal effect of the 
model of cheating via a two-waves data collection among Taiwanese students. Public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iwan served as study population, with 1,168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is study. 
Utilizing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s data analyzing technique,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The 
structural model of cheating indicated a reasonable model fit. 2. Attitude,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and 
moral obligation can significantly predict cheating intention directly and can significantly predict cheating 
behavior indirectly through cheating intention; cheating intention can also significantly predict cheating 
behavior directly. 3. The longitudinal effects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structural model of 
cheating is significant; current cheating intention can significantly predict future cheating behaviors. The 
suggestions from the research findings were made for educational entities as well as future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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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itudin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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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 研究動機

作弊是 一種學術不誠 實（academic 
dishonesty）的行為，Tas 與 Tekkaya（2010）
將作弊定義為學生在學習時的違規行為。

Cizek（2004）將作弊定義為「學生故意違反

考試或作業規定的行為，使其在考試或作業

上的表現相較於其他學生有不公平的優勢，

或是減少學生在考試與作業中表現的準確

性（p. 307）」；狹義而言，作弊包括考試時

偷看其他考生的答案、考試時使用小抄；廣

義來說，作弊也包含學術方面的剽竊，從抄

寫他人答案到更複雜的抄襲皆屬之。亦有研

究將作弊分為兩種，一種是主動作弊（active 
cheating），是指作弊是為了提升自身的成

就；另一種是第二方作弊（second-par ty 
cheating），是為了幫助他人而進行作弊

（Pavlin-Bernardić et al., 2017）。研究也

發現作弊行為會預測往後的不良行為，Hard-
ing 等人（2007）指出高中作弊是個強力預測

的因子，能有效預測大學作弊的行為；更有

研究指出在學校表現出學術不誠實行為的

學生，在往後的工作場域愈有可能從事不道

德的行為（Stone et al., 2009）。根據《天下

雜誌》在 2012 年針對全國國中生所做的調

查，顯示七成以上的國中生作過弊，且不到五

成的學生認為作弊是絕對不可犯的錯誤；此

外，調查也指出年紀愈大，愈能同意作弊無

所謂對錯的看法，是一種個人決定的行為（何

琦瑜，2012）。然而該調查距今已久，當前的

中學生對作弊的相關看法為何，應有進一步

研究之必要，且為了避免學生在往後求學過

程繼續作弊及提早防範出社會後的不道德行

為，積極找出作弊的相關因素並設法減少和

預防作弊行為，是現今教育工作者必須面對

的重要議題。

何種因素和學生的作弊行為有關？想

要解釋一個人的行為，其背後的因素錯綜複

雜，小至生理過程，大到社會制度，需要考

慮的層面非常多，為了解釋人的行為，Ajzen
於 1991 年提出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此理論主張三個

因素可以預測行為意圖，第一個是對行為的

「態度」，意指對此行為的評價是好或壞的

程度。第二個是對行為的「知覺規範」，是執

行或不執行此行為所感受到的社會壓力。最

後一個是對行為的「知覺行為控制」，是指感

知到的行為控制程度，亦即執行此行為的容

易或困難程度，這三個因素可以高度並準確

地預測行為意圖，且行為意圖可以更近一步

地解釋該行為的發生（Ajzen, 1991; Beck & 
Ajzen, 1991）。

以作弊為例，第一個因素是對作弊行為

的「態度」，或可以說對作弊的動機觀點，

若學生作弊是因為想達成特定目的，例如：

持有不同的動機信念、豐厚的報酬、提高自

身的成就等，就可能會作弊。Whitley（1998）
提到作弊和學生期待獲豐厚的回報有關聯，

也指出對作弊抱持著正向態度的學生會比

抱持負向態度的學生更有可能作弊。Yu 等人

（2017）指出愈是對作弊採寬容態度的學生

越容易有作弊的行為，也就是說如果個人覺

得作弊是件好事，就會更容易有作弊行為產

71



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期刊

生。Pavlin-Bernardić 等人（2017）也提到學

生主動作弊是為了提高自身的成就，和學生

的動機信念有關，主動作弊通常是為了在沒

有充分掌握課程內容的情形下提高個人的

成功，因此為了提高個人的成功選擇作弊，

而不是選擇用功讀書，可見學生之所以會選

擇作弊與其自身的動機與態度有所關聯。

第二個因素是「知覺規範」，亦即環境

規範也會影響學生的作弊行為，McCabe 與

Trevino（1993）發現有榮譽守則的大學生其

作弊程度會低於沒有榮譽守則的大學生；另

外社會氛圍是否支持作弊也和作弊息息相

關（Whitley, 1998）。第三個因素是「知覺行

為控制」，Fishbein 與 Ajzen（2010）研究發

現如果對於作弊的手法愈純熟，愈能掌控作

弊的各種方法，表示個人對於作弊的知覺行

為控制就愈高，作弊的意圖就會愈強。綜合

上述，如果個人對於作弊行為抱持著正向

態度；其次所知覺到的社會壓力不高，社會

氛圍是容許作弊的；最後個人也具備作弊所

需的能力時，那麼個人的作弊意圖就會非常

高，也會有很高的機率會產生作弊行為。

為了能更全面地預測作弊意圖，Beck 與

Ajzen（1991）建議在計畫行為理論的基礎上

增加道德義務（moral obligation）的概念，

道德義務意指人會因為一些道德上的感受而

去從事或不從事該行為，像是與價值觀衝突

的感覺、責任感以及罪惡感，但道德義務不

能直接作為計畫行為理論的第四個預測變

項，僅適用在部分不道德行為的解釋上，例如

作弊、偷竊和說謊等（Beck & Ajzen; Fish-
bein & Ajzen, 2010）。也有研究證明道德

義務在預測學術不誠實的模型中占有重要

的地位，因為道德義務對作弊的預測力最高

（Harding et al., 2007）；Chudzicka-Czupała
（2014）也指出愈有正義感的學生愈不能接

受作弊，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沒有資格獲得這

樣的好成績。國外的研究已有將納入道德義

務的計畫行為理論模型應用在不同文化的國

家中，研究結果發現道德義務在很大程度上

預測了作弊意圖，當感受到的道德義務愈強，

作弊意圖則愈低（Chudzicka-Czupała et al., 
2016）。有趣的是，在 Semerci（2006）的研

究中提到，即使學生們知道作弊是非法的，

但是他們自己仍會在考試中作弊，所以學生

儘管在道德上知道作弊是一件錯事，卻還會

從事作弊的行為，可見道德義務與作弊之間

的關係值得更進一步去探究。

基於上述的研究可以發現計畫行為理

論是一個非常適合用來理解與應用於非道

德行為的理論，其中也包含作弊此種學術不

誠實的行為（Meng et al., 2014）。由於臺灣

的學生在中學時期會經歷各種大大小小的考

試，在這樣的考試文化中，臺灣學生的作弊

狀況及其相關因素非常值得探究，學生對作

弊的正負向態度是否能預測其作弊意圖？學

生透過周遭重要他人所感受到不同的社會

壓力是否能預測其作弊意圖？學生如果覺得

作弊是容易的、作弊手法愈純熟，是否也會

強化其作弊意圖？愈有道德正義感的學生是

否愈不能接受作弊？故本研究旨在探討在臺

灣的考試文化下，中學階段的學生對作弊的

態度、知覺規範、知覺行為控制、道德義務、

作弊意圖與作弊行為之關係為何；同時也進

一步探究作弊的態度、知覺規範、知覺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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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與道德義務之間的相關性。

此外，過去的研究也發現行為的意圖可

以顯著預測其行為的發生，且這樣的預測力

不但可以是當下的預測，也可能具有縱貫的

效果，例如 Beck 與 Ajzen（1991）在春季蒐

集學生的作弊意圖，並在秋季時調查學生這

段期間的作弊行為，研究結果發現作弊意圖

可以顯著預測未來的作弊行為。因此本研究

也欲以時間序列為考量，探究臺灣學生當前

的作弊意圖是否可以預測其未來的作弊行

為。

綜合評析上述文獻，可知有許多因素可

以解釋學生的作弊行為，儘管 Ajzen 的計畫

行為理論（TPB）能夠準確且有效地解釋人

的行為，也已經應用到許多不同領域，甚為

可惜的是將 TPB 應用在作弊此種不道德行

為之研究在臺灣並不多見；此外，對於不同行

為的預測可能需要增加其他變項，方能更精

準地解釋行為意圖與後續的行為表現，例如

涵蓋道德義務來共同預測作弊意圖與行為之

研究，在過去文獻中也少有這樣的嘗試；更

甚者，以縱貫觀點來探討時間序列在預測不

同因素對作弊的影響更是付之闕如，究竟臺

灣學生當前的作弊意圖是否可以預測其未來

的作弊行為，是值得進一步探究的。有鑑於

目前在教育現場對於學術倫理的要求漸趨

重視，既然作弊是一種違規行為，學生又能

從中得到不公平的優勢，此種不良善的行為

顯然違反一般的道德規範，因此找出作弊的

關鍵預測因素，藉此預防與改善學生的作弊

行為更顯重要，因此本研究希望以計畫行為

理論來預測學生的作弊意圖，進而解釋學生

的作弊行為及其縱貫效果，期望藉由研究結

果，更全面地提供教育工作者了解學生為何

出現作弊行為，進而預防學生的作弊行為。

二、 研究目的

為探究臺灣中學階段學生對作弊的態

度、知覺規範、知覺行為控制、道德義務、作

弊意圖與作弊行為之間的關係，本研究基於

Beck 與 Ajzen（1991）提出針對不道德行為

的計畫行為理論，針對既有的計畫行為理論

進行微調。首先，Beck 與 Ajzen 指出當知覺

行為控制與個人對行為的實際控制之間存在

某種一致性時，可同時檢驗從知覺行為控制

到行為的直接路徑，故增加「態度」、「知覺

規範」、「知覺行為控制」對「行為」的直接效

果；第二，Beck 與 Ajzen 以多元迴歸的方式

來處理變項間的預測情形，本研究則以結構

方程模式來處理可能的預測路徑，充分地考

量這些變項間可能的直接與間接效果；第三，

根 據 Beck 與 Ajzen、Chudzicka-Czupała 
等人（2016）的研究，增加「道德義務」為行

為意圖的前置變項，並同時追蹤作弊行為的

預測效果。基於上述的調整，茲將研究目的

描述如下：

（一）瞭解學生作弊態度、知覺規範、知覺行

為控制、道德義務、作弊意圖及作弊

行為的現況。

（二）建構學生作弊態度、知覺規範、知覺行

為控制、道德義務、作弊意圖與作弊

行為之模式。

（三）探究學生作弊態度、知覺規範、知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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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控制、道德義務、作弊意圖與作弊

行為變項間的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

以及縱貫預測效果。

貳、文獻探討與假設推導

本研究旨在應用 Beck 與 Ajzen 在 1991
提出納入道德義務因素的計畫行為理論模型

來探究臺灣學生的作弊行為，首先說明作弊

之定義、影響與成因，接續以計畫行為理論

的沿革與內涵來論述作弊，最後探討應用計

畫行為理論在作弊議題之相關研究。

一、 作弊之定義、影響與成因

（一）作弊之定義

應用心理學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applied psychology》提到作弊定義是指學

生違反考試規定的行為，讓作弊學生在考試

上的表現有不公平的優勢，或是減少學生在

考試表現的準確性（Cizek, 2004）。研究也

指出在考試中使用小抄也是作弊的一種，或

是看其他同學的回答來抄寫答案也算是廣義

上的作弊（McCabe & Trevino, 1997）。本

研究考量到臺灣學生的考試文化，當學生聽

到作弊時通常會認為「作弊」僅發生在考試

當中，而作業上的抄寫或違規並不會被當作

「作弊」的一種，因此本研究將作弊範圍僅

界定在考試時的違規行為，定義作弊為一種

學生為了某種利益或是優勢，而違反考試的

行為表現。

（二）作弊之影響

作弊行為可能會對學生產生不良影響，

研究指出高中作弊的程度是大學作弊行為有

利的預測指標（Harding et al., 2007）。除了

當下的作弊會影響未來更容易作弊之外，也

有研究發現作弊會破壞學生的道德責任感，

因為學生會為了獲得好的報酬而從事作弊行

為（Passow et al., 2006）；也會在未來進入

職場後繼續從事不道德行為（Stone et al., 
2009）。除了作弊者本身受到作弊的不良影

響之外，其他人也會跟著模仿，研究發現當

學生作弊被其他人看見時，目擊者作弊的可

能性也隨之增加（Burrus et al., 2007）。亦

有研究提到當學生覺得同學作弊的可能性愈

高，他們自身的作弊意圖就會愈高（Teodo-
rescu & Andrei, 2009），可見作弊不單單只

是影響個人，目擊者以及周遭他人是否會作

弊都會影響個人的作弊意圖。

（三）作弊之成因

探究影響作弊成因較常見的兩種派別，

分別是 Anderman（2007）從學習目標與學

業自我效能的角度來解釋學生作弊的行為；

另一種則是以 Ajzen（1991）的計畫行為理

論來探討學生的作弊行為。

國內研究大多都是以 Anderman 從

學習目標以及學業自我效能為出發點來探

討學生的作弊行為；或是延伸 Murdock 與

Anderman（2006）的動機觀點所提出的三

個問題來解釋學生的作弊行為，分別是：我

的目的為何？我可以達成這項任務嗎？作弊

需要付出的成本；上述問題分別關注學生的

學習目標、學生的自我效能及學生對於作弊

的結果預期。相關研究諸如張楓明與譚子文

（2012）發現學業自我效能和國中生的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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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弊有顯著相關。彭淑玲等人（2019）研究也

發現除了學業自我效能之外，學習目標會影

響作弊的接受度，趨向精熟目標會降低學生

對作弊的接受程度；相反地，逃避表現目標

則會提高對作弊的接受度。然而亦有其他研

究指出精熟目標以及表現目標皆會預測作弊

行為（彭淑玲、程炳林，2020）。

相較於國內許多以學習目標以及學業自

我效能來探討作弊行為之研究，應用 Ajzen
的計畫行為理論來探究學生的作弊行為之國

內研究幾乎付之闕如，甚為可惜。雖然學習

目標及學業自我效能可以預測學生的作弊行

為，可是學習目標的角度僅解釋了什麼類型

的學生以作弊達到他的目標，卻較少著墨在

學生為何不是以努力學習來達成目標，卻以

作弊的方式來達成目標。換言之，學生對於

作弊的態度為何？作弊時所感受到的社會壓

力為何？作弊時是否考量到作弊的容易或困

難程度？以及決定要作弊時是否會受到道德

的約束等問題，相較於國外文獻的累積，這

是國內在作弊相關研究上亟待解決的研究

缺口。

二、 計畫行為理論之沿革與內涵

（一）計畫行為理論之沿革

計畫行為理論的前身為 Fishbein 與

Ajzen 於 1977 年提出的理性行為理論（The-
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該理論假

設人是理性的，並且能夠透過個人對於特

定行為的態度（attitude）與主觀規範（sub-
jective norm）預測行為意圖（intention），
進而去解釋行為。其後 Fishbein 將理性行

為理論應用在 HIV 的預防上，而 Ajzen 則

繼續在實驗環境中測試與完善理性行為理論

（Fishbein & Ajzen, 2010）。在研究理性行

為理論的過程中，Ajzen 發現儘管個體對某

些行為的態度很正向，且主觀規範也很鼓勵

人們從事該行為，但這些並不足以形成足夠

的行為意圖，他發現能夠執行特定行為的程

度還必須取決於其他因素，例如是否有足夠

的機會和資源，也就是所謂的知覺行為控制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的概念，亦

即如果人們覺得自己無法控制某項行為的執

行，即使他們對該行為有正向的態度，並知

覺到執行此行為所感受到的強烈社會壓力，

也可能會因為沒有足夠的控制能力，因而無

法形成強有力的行為意圖來執行該行為，此

種擴充知覺行為控制的理性行為理論，就被

稱為計畫行為理論（TPB）（Beck & Ajzen, 
1991）， Fishbein與Ajzen也於2010年將「主

觀規範」修正成「知覺規範」，原因是主觀規

範主要是描述個人執行該行為所「感受」與

「知覺」到的社會壓力，因此更改成知覺規

範會更貼近此變項所要表達的意涵，故本研

究也以「知覺規範」一詞來描述個人從事行

為時所感受到的社會壓力。

（二）應用於作弊行為之計畫行為理論

內涵

原始的計畫行為理論共有 5 個變項，

以作弊為例，從對作弊的「態度」、「知覺規

範」與「知覺行為控制」三個變項，可以預測

「作弊行為意圖」，進而預測「作弊行為」；為

了能更全面地預測作弊意圖，Beck 與 Ajzen
（1991）建議增加「道德義務」來共同預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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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行為意圖」與「作弊行為」，相關變項分述

如下：

1. 態度

態度一直以來都是社會心理學家對人類

行為了解的關注焦點，評估對作弊的態度亦

不例外（Ajzen, 1987）。不論是早期的理性

行為理論或是後期的計畫行為理論，態度都

被視為重要的預測變項來預測行為意圖，態

度是一種個人因素，對某種行為的信念會影

響人們對行為的態度，進而形成個人對該行

為評價的好壞程度，若對該行為的評價愈正

向，就有愈高的行為意圖去從事該行為，且

態度愈正向，實際執行該行為的可能性就越

大（Ajzen, 1991; Ajzen & Madden, 1986; 
Beck & Ajzen, 1991; Fishbein & Ajzen, 
2010）。換言之，如果個人對於作弊的評價

愈高，認為作弊是件對的事情，則個人對於

作弊抱持的態度就愈正向，對作弊的評價

越好，愈可能產生作弊的意圖與從事作弊行

為。

2. 知覺規範

在計畫行為理論中，知覺規範屬於社

會因素，指的是個人執行或不執行該行為所

感受到的社會壓力（Ajzen, 1991; Ajzen & 
Madden, 1986; Beck & Ajzen, 1991）。亦

即個人決定執行或不執行該行為時，感受到

重要他人所給予的期望，期待個人做或不做

該行為，支不支持從事該行為；若感受到的

規範愈強烈，所承受的社會壓力就愈大，行

為意圖則會愈強（Fishbein, 2004; Fishbein 
& Ajzen, 2010），且知覺規範亦能預測意圖 -

行為，只是相對於態度，知覺規範的效果較小

（Sheeran et al., 1999）。套用在作弊上，如

果愈能感受到重要他人的社會壓力，例如重

要他人認為作弊是不能犯的錯誤，個人的作

弊意圖就可能愈低；相反地，因為重要他人

支持作弊而有較低的社會壓力，那麼個人就

可能有愈高的作弊意圖。

3. 知覺行為控制

知覺行為控制是指個人知覺從事該行

為的難易程度，也就是指心理上個人覺得

此行為容不容易達成，對於執行特定行為的

控制程度（Ajzen, 1991; Fishbein & Ajzen, 
2010）。知覺行為控制會考慮到實際情況中，

行為所需要的資訊、技能、機會、可用資源及

需要克服的障礙等，代表著個人對行為的實

際控制，所感受到的行為控制愈高，則行為

意圖就會愈強（Fishbein & Ajzen），也就愈

能實際預測行為（Beck & Ajzen, 1991）。以

作弊為例，如果對於作弊的手法愈純熟，愈

能掌控作弊的各種方法，對作弊的知覺行為

控制愈高，作弊的意圖就會越強，也愈有可

能出現作弊行為。

4. 道德義務

道德義務意指個人在從事該行為時所受

到的道德約束，像是做這件事情會不會感到

內疚、有罪惡感、是不是違反個人的原則等

（Beck & Ajzen, 1991），他們指出在作弊、

行竊和撒謊等這種不道德行為，道德問題的

重要性就會被凸顯出來，並且某種程度上所

感知到的道德義務可以為計畫行為理論的

模型增加預測力。以作弊而言，如果個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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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作弊行為時，對作弊覺得愈內疚、愈有

罪惡感、愈違背個人的價值觀，會受到良心

譴責，則作弊的行為意圖就會愈低（Beck & 
Ajzen），因為作弊行為會引發人們產生罪惡

感（Effron et al., 2015）；Chudzicka-Czupała
（2014）及 Chudzicka-Czupała 等人（2016）
的研究均指出，道德義務在很大程度上預測

了作弊意圖，當感受到的道德義務愈強，作

弊意圖則愈低，且愈有正義感的學生也愈不

能接受作弊行為。

5. 行為意圖

行為意圖在計畫行為理論中被認為是

能影響行為的動機因素，是指人們願意花多

大的努力去執行此行為，預計花多少心力去

實現此行為，所以行為意圖愈強，個人就愈

有可能展現該行為，兩者間有高度的關聯

（Ajzen, 1991; Ajzen & Madden, 1986）。
任何行為的先決條件是執行該行為的意圖，

意圖越強，個人就有更多嘗試的意願，因此

實際執行該行為的可能性就越大（Ajzen & 
Mad den）。以作弊為例，如果愈願意付出行

動來實現作弊行為，即表示個人的作弊意圖

愈高，愈有可能從事作弊行為。

綜合上述，顯見個體之所以產生作弊行

為，源自於其行為意圖，而行為意圖又受到對

作弊的態度、知覺規範、知覺行為控制、道德

義務之影響，據此，本研究建立第一個假設

如下：

假設一：臺灣學生作弊態度、知覺規範、知覺

行為控制、道德義務對作弊意圖與作弊行為

有直接預測效果。

假設 1-1：學生作弊態度對作弊意圖與作弊行

為具有直接正向預測效果。

假設 1-2：學生知覺規範對作弊意圖與作弊

行為具有直接正向預測效果。

假設 1-3：學生知覺行為控制對作弊意圖與

作弊行為具有直接正向預測效果。

假設 1-4：學生道德義務對作弊意圖與作弊

行為具有直接負向預測效果。

假設 1-5：學生作弊意圖對作弊行為具有直

接正向預測效果。

三、 應用計畫行為理論在作弊之相

關研究

（一）不同理論架構下之相關研究

原始的計畫行為理論預測作弊行為發

現：1. 在態度方面，對作弊抱持正向態度的

學生與對作弊抱持負向態度的學生相比，前

者更容易有作弊行為；2. 在知覺規範方面，

認為社會規範允許作弊的學生比其他學生

更有可能作弊；3. 在知覺行為控制方面，認

為自己對作弊更有控制感的學生也更容易作

弊（Stone et al., 2009; Whitley, 1998），這

十分吻合 Ajzen 的理論假設。納入道德義務

後的計畫行為理論之研究也指出態度、知覺

行為控制與道德義務是預測學生作弊的重要

指標，但知覺規範則未被凸顯其預測力（Al-
leyne & Phillips, 2011）。

另有一項跨文化的研究比較三種不同

理論架構何者最能預測作弊行為，研究範圍

擴及七個不同的國家（波蘭、烏克蘭、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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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亞、土耳其、瑞士、美國和紐西蘭），結

果發現，納入道德義務因素的計畫行為理

論對作弊具有更佳的預測力，在所有國家的

樣本當中，納入道德義務後的計畫行為理

論對作弊意圖的整體解釋量（71.5 %）高於

理性行為理論（57.1 %）及原始的計畫行為

理論（63.1 %），且R 2 的改變量達顯著水準

（Chudzicka-Czupała et al., 2016），可見納

入道德義務後的計畫行為理論更適合用來解

釋作弊行為，且研究也發現在大多數的國家

當中，最能預測作弊意圖的預測變項為道德

義務，顯見在不同的文化下，納入道德義務

因素的計畫行為理論最適合用來探討學生的

作弊行為。有趣的是，態度、知覺規範、知覺

行為控制的預測力在不同國家、不同的文化

背景之下有相異的解釋力，例如：波蘭、羅馬

尼亞、土耳其與紐西蘭研究顯示對於作弊意

圖的解釋力依序是「知覺行為控制」高於「態

度」高於「知覺規範」；烏克蘭與瑞士則是「態

度」高於「知覺規範」高於「知覺行為控制」；

只有美國是「態度」高於「知覺行為控制」高

於「知覺規範」，Chudzicka-Czupała 等人指

出因為美國文化高度重視個人主義，行為的

展現是以個人考量為最主要的判斷依據，導

致美國學生較少會關注到其他人的看法，因

而在知覺規範對作弊意圖解釋力最低。據

此，本研究建立第二個假設如下：

假設二：學生作弊態度、知覺規範、知覺行為

控制、道德義務、作弊意圖與作弊行為所建

構之模式具有良好的適配度。

（二）作弊行為之縱貫效果研究

過去多數的研究皆以橫斷性的方式來

探討學生作弊態度、知覺規範、知覺行為控

制、道德義務、作弊意圖與作弊行為之關係，

然而學生的作弊意圖是否能夠預測其當下的

作弊行為與往後的作弊行為？是否具有縱貫

之預測效果存在？Beck 與 Ajzen（1991）研

究發現行為的意圖可以顯著預測其行為的發

生，且這樣的預測力不但是當下的預測，也可

能具有縱貫的效果，他們以 6 個月為間隔，

在春季蒐集學生的作弊意圖，6 個月之後的

秋季，再次調查學生這段期間實際的作弊行

為，研究結果發現作弊意圖可以顯著預測未

來的作弊行為。然而該文獻年代距今已較為

久遠，且是否能類推至臺灣學生是值得進一

步探究的，因此本研究也欲以時間序列為考

量，探究臺灣學生當前的作弊意圖是否可以

預測其未來的作弊行為。據此，本研究建立

第三個假設如下：

假設三：學生第一波次的作弊意圖可以縱貫

預測第二波次的作弊行為，且具正向預測效

果。

評析過去的文獻發現，作弊行為的嚴

重性不僅會影響日後的行為，也會影響周圍

的同學，產生使其也跟著作弊的連鎖效應，

國內幾乎沒有以計畫行為理論來探討作弊行

為，但這樣的研究取向應該是值得嘗試的探

究方向，原因在於計畫行為理論很適合用來

解釋個人行為，瞭解個人對特定行為的態

度、知覺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就可以預測

個人有多大的行為意圖要從事該行為；而透

過文獻評析又發現納入道德義務因素的計

畫行為理論更為適合解釋作弊行為，因為在

不同的文化中，道德義務對作弊意圖與作弊

行為都具有最高的預測力。而這樣的發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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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適用於臺灣學生是值得進一步探究的，由

於臺灣的升學制度是根據考試成績來排序，

在這樣的考試制度下，國、高中時期可說是

求學生涯中考試次數最多的階段，因此本研

究以全臺國、高中的學生作為研究母群進行

抽樣，探討納入道德義務因素的計畫行為理

論中，各個變項對學生作弊意圖及作弊行為

的預測力，並追蹤其縱貫效果。期望能補足

作弊研究的缺口，並了解現今學生作弊意圖

的成因，提出有助於改善作弊的方法，進而

預防作弊的發生。

參、研究方法

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探討學生對作弊的態度、知

覺規範、知覺行為控制、道德義務、作弊意

圖與作弊行為之關係，本研究根據過往的實

徵研究，提出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本研究

以加入道德義務的計畫行為理論為基礎，假

定學生對於作弊的態度、知覺規範、知覺行

為控制、道德義務能直接預測作弊意圖與作

弊行為，也能透過作弊意圖間接預測作弊行

為；且作弊意圖能直接預測作弊行為。除外，

本研究亦假設當前的作弊意圖（T1）會直接

預測未來的作弊行為（T2），也會透過當前

的作弊行為（T1）間接預測未來的作弊行為

（T2）。

二、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 109 學年度全臺灣國中及普

通型高中的學生為母群體進行抽樣調查，

抽取兩次，第一次樣本作為預試樣本，抽取

360人，進行量表之信效度分析。第二次為

正式樣本，用途為考驗研究假設，根據教育

部統計處（2020a，2020b）資料，108 學年

度國中學生共有 607,980人，普通高中學生

有 289,979人，比例大約為 2：1，為抽樣的

第一分層；而北中南東的學生比例大約為

17：9：9：1，為抽樣的第二分層，根據上述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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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架構（左為結構模式、右為縱貫效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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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共發出 1,258 份問卷，回收 1,224 份，回

收率達 97.3 %；回收且有效填答的問卷為

1,168 份，有效率達 95.4 %，其中 212 份為

追蹤樣本，以利本研究分析縱貫效果。追蹤

樣本人數較少之原因，乃是因為本研究議題

較為敏感，且樣本遍佈全台，若委託學校教

師為施測者，可能會導致學生較不敢誠實填

答，因此追蹤樣本是研究者親自前往願意

協助追蹤的班級進行問卷發放與回收；再加

上抽樣時適逢 COVID-19 疫情學校停課情

況頻繁，追蹤樣本又需要填寫學生的學號進

行串接以利於後續追蹤，因此願意協助追蹤

的學校與班級不多，故追蹤樣本在考量盡量

符合階段別比例、地區性比例的方式之下，

僅在北部國高中各抽取兩個班，中、南部國

高中各抽取一個班，而東部僅抽取國中一個

班，以足夠進行縱貫分析的 212 份為追蹤樣

本進行分析。

樣本分布如表 1 所示。有效樣本之基

本資料，在生理性別方面，男性為 541 人、

占 46.3 %，女性為 627人、占 53.7 %；根據

樣本母群適配度檢定，χ2 ＝ 6.33，p  ＝ .012 
< .05，拒絕虛無假設，母體跟樣本的分布未

能符合性別比例 1：1 之標準，但甚為接近。

在學習階段方面，國中生為 771人、占 66 %，

高中生為 397人、占 34 %；根據樣本母群適

配度檢定，χ2 ＝ 0.52，p  ＝ .47 > .05，未能

拒絕虛無假設，母體跟樣本的分布甚為一

致。

三、 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為針對作弊之計畫

行為理論量表，來源來自兩個部分，其一是

翻譯自 Chudzicka-Czupa ła 等人（2016）
測量學生對作弊的「態度」、「知覺規範」、

「知覺行為控制」、「道德義務」及「行為

意圖」的題目，其量表有良好的信效度；其

二是 Beck 與 Ajzen（1991）用來 測試 學

生的「作弊行為」。由於原始量表無中文

版本，因此將原始量表進行英翻中及回譯

（back-t ranslat ion），並邀請兩位專家協

助確保翻譯後量表之適切性，以建立專家

內容效度；首先由研究者翻譯後，委請兩

位專家將收到的中文翻譯回譯為英文，其

後進行中英文對照討論，也同時請專家協

助語句修正與內容審查，透過來回過程以

確保量表的效度。兩位專家一位為應用英

語專長、一位為國際教育專長，皆擅長中英

表 1
樣本人數分布

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總計

國中 340(56) 215(25) 190(23) 26(26) 771(130)

高中 201(43) 90(10) 106(29) 0 397(82)

總計 541(99) 305(35) 296(52) 26(26) 1168(212)

註：括號為追蹤樣本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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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其後並以預試樣本進行信效度分析，

再形成正式量表，分述如下。

（一）作弊計畫行為理論量表

此部分共有六個分量表，皆為 Likert 
scale 7 點量表，第一個分量表為「態度」共

5 題，每一題提供一組形容詞，讓學生依據

自身經驗圈選出自己的感覺，分數越高表示

對於作弊的態度越正向，無反向題，例題如：

你認為作弊是一件什麼樣的事？「壞事—好

事」、「無利可圖—有利可圖」，Chudzic-
ka-Czupała 等人（2016）研究指出所有國家

的樣本在此量表的信度落在 .77 ~ .89之間，

整體信度為 .86，具有良好信度；本研究的預

試樣本之 Cronbach’s α 係數為 .86，顯示內

部一致性信度相當不錯。

第二個分量表為「知覺規範」共 3 題，

測量所看重的人對作弊的看法，分數越高表

示作弊時所感受到的社會壓力越高，無反向

題，例題如：如果我在考試中作弊，他們會

覺得…？「無所謂—不認同」，此量表在各國

的信度表現落在 .62 至 .82 間，整體信度為 
.72，是中偏高的信度（Chudzicka-Czupała 
et al., 2016）；本研究的預試樣本之 Cron-
bach’s α 係數為 .54，可能因為題數少相對偏

低，由於題數過少不宜刪題，故從題意與選

項進行調整，將第一題進行選項用詞修正。

第三個分量表為「知覺行為控制」共 3
題，分數越高表示感受到的知覺行為控制越

強，此分量表第三題為反向題予以反向計分，

例題如：對我來說，作弊是…「困難的 vs. 簡
單的」，各國的信度落在 .65 到 .81 之間，整

體信度為 .76，具有不錯的信度（Chudzic-
ka-Czupała et al., 2016）；本研究的預試樣

本之 Cronbach’s α 係數為 .69，信度尚可。

第四個分量表為「道德義務」共 3 題，

分數越高表示對作弊行為的道德義務越低，

換句話說，道德義務的分數越高表示越有可

能作弊，由於與一般認知方向不甚符合，為了

讓道德義務量表的分數與一般正向題項描述

的方向一致，故本研究將其修改為道德義務

分數愈高，代表愈不認同作弊，意即高分的

道德義務就等同於具有不認可作弊行為的高

道德義務，也比較符合一般的認知。例題如：

「考試作弊有違我的原則」、「對我來說在考

試作弊是個道德上的錯誤」等，此量表在各

國的信度落在 .79 至 .91 之間，整體信度為 
.89，信度良好（Chudzicka-Czupała et al., 
2016）；本研究的預試樣本經由反向計分處

理後之Cronbach’s α 係數為 .73，信度尚可。

第五個分量表為「行為意圖」共 3 題，

分數越高表示作弊意圖越高，第二題為反向

題並反向計分，例題如：「如果我有機會，我

會在考試中作弊」、「未來我有可能會作弊」

等，此量表在各國的信度落在 .73 至 .90 之

間，整體信度為 .90，信度相當高（Chudzic-
ka-Czupała et al., 2016）；本研究的預試樣

本之 Cronbach’s α 係數為 .77，信度不錯。

第六個分量表為「作弊行為量表」1 題，

選項從「從未」、「一次」、「兩次」、「三次」、

「四次」、「五次」到「五次以上」分為 7 個等

級，請學生根據其過去 1 年內的作弊次數進

行圈選，分數愈高表示其過去一年內的作弊

次數愈多。另外本研究欲探究當前的作弊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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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是否可以預測未來的作弊行為，因此會在

間隔 6 個月後測量追蹤樣本的作弊行為，為

了避免兩次測量的次數重疊，因此追蹤測量

是請學生評估過去 6 個月內的作弊次數（亦

即在第一次施測之後至第二次施測的 6 個月

期間的作弊次數），故兩次作弊行為的評估

並無重疊。

（二）整體量表建構效度分析

由於本研究多數分量表之題項不多，故

以結構方程模式的測量模式對整體量表進

行建構效度的分析，模式各項數值皆符合基

本標準，每個潛在變項的變異數皆無負值，

且潛在變項到觀察變項的路徑係數皆達顯

著水準（p  < .05）。適配度指標方面，除卡方

值因樣本數較大而拒絕模式（χ2  = 166.96，
df = 68，p < .001），其他適配度指標皆有良

好 的 數 值，RMSEA = .064、GFI = .94、
TLI = .92、CFI = .94、CN = 211，顯示本

研究之各個分量表皆具有良好的建構效度。

四、 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以 SPSS for Windows 20.0 以

及 AMOS 20.0 進行資料分析，統計方法使

用如下。

（一）遺漏值處理

本研究先判斷遺漏情形是否符合 Little
（1988）的完全隨機遺漏（Missing Com-
pletely at Random, MCAR），由於並未符

合 MCAR，故針對遺漏值進行處理，採用多

重插補法中的 EM（expectation maximiza-
tion）演算法來處理不完全遺漏的情形，透

過迭代程序，將遺漏值替換成適當的數值後

再進行後續統計分析，此方法容許除了能以

可用的資訊來調整估計值以避免樣本流失

之外，也可以提供更為精確的數值（王鴻龍

等人，2012；Enders, 2022）。

（二）結構方程模式

本研究以描述性統計之平均數與標準

差呈現臺灣國、高中生對於作弊各變項的現

況，接續以結構方程模式分析潛在變項之間

的關係，以回答三個研究假設，結構方程模

式之參數係以最大概似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ML）進行估計，中介效果之檢

定係採用拔靴法（bootstrapping method）
進行。在進行結構方程模式的分析時，使

用「整體適配度指標」與「模式內在結構的

適配」。整體適配度指標採用卡方值（χ2）、

RMSEA、SRMR、GFI、CFI、TLI、CN 作為

指標。其中卡方值容易因樣本數越多而導致

模式被拒絕，因此需要參考額外的適配度指

標，RMSEA 小 於 .08，SRMR 小 於 .05 表

示模式具有良好適配，GFI、CFI 與 TLI 應
大於 .90（Schumacker & Lomax, 2015）。而

CN 值用來表示樣本數是否足夠，其數值大

於 200 表示有足夠的樣本數來進行檢定（余

民寧，2006）。模式內在結構的適配有兩個

部分，第一要判斷測量模式的適配程度，其

標準為觀察變項的標準化係數需大於或等於 
.40、測量誤差不可過大、潛在變項預測測量

指標的個別指標信度（R 2）與潛在變項的組

成信度分別必須大於 .45 與 .60 以上、潛在

變項的變異數平均解釋量必須大於 .50。第

二要判斷建構模式的適配程度，從方向性、

82



應用計畫行為理論探究學生作弊行為之縱貫分析

作用大小、決定係數三個面向來看，方向性根

據理論而來，須符合理論假設；作用大小則

是需要達統計上的水準；決定係數表示解釋

量，解釋量越高越好。

肆、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分析學生作弊的現況、檢驗

計畫行為理論之作弊結構模式及縱貫效果

之驗證，各主要變項之相關矩陣見附錄一。

研究結果與討論說明如下。

一、 研究結果

（一）作弊之現況

本研究所有分量表皆採 Likert scale 7
點量表來測量，4 分為中間值。態度方面，分

數愈高表示對作弊的態度愈正向、愈能接受

作弊；知覺規範方面，分數愈高表示學生愈

能感受到社會壓力；知覺行為控制方面，分

數愈高表示愈能掌控作弊行為；道德義務方

面，分數愈高表示其作弊愈容易受到道德譴

責；作弊意圖方面，分數愈高表示其愈有作

弊的傾向；作弊行為方面，分數愈高表示其作

弊的次數愈多。

在態度方面，各題平均數介於 1.79 至

2.94 之間（總平均為 2.39），學生對作弊持

較負面的態度；Pavlin-Bernardi 等人（2017）
研究提到作弊通常是在沒有充分掌握課程

內容的情形下，為了提高個人的成功而產

生，所以還是有利可圖的，因此有的學生會

選擇作弊，本研究的現況多少也呼應上述

觀點。知覺規範方面，各題平均數落在 5.09 

- 5.70 之間（總平均為 5.42），顯示出學生

能明顯感受到周遭他人對作弊不認同的看

法；Whitley（1998）研究指出社會氛圍是

否支持作弊和作弊息息相關，本研究的現

況也呼應這樣的觀點，學生的確會參照重

要他人對於作弊這件事情的觀點，有趣的

是，Chudzicka-Czupała 等人（2016）研究

發現，7 個國家對作弊的知覺規範整體平均

為 3.73，臺灣與之相比高出不少，可能反映

的是東方文化對於社會規範的要求較為強

烈所致。知覺行為控制的各題平均數介於

2.63 到 2.74 之間（總平均為 2.69），可推論

出學生對於作弊行為的掌控程度不高；對照

Chudzicka-Czupała 等人研究 7 個國家對作

弊的知覺行為控制整體平均為 3.25，臺灣相

對低一些，顯然自認為在掌控作弊的程度不

高。從道德義務層面來看，各題平均數落在

5.39 - 5.82 之間（總平均為 5.63），由此可見

學生較偏向認為作弊是件違反道德的行為；

Chudzicka-Czupała（2014）指出越有正義

感的學生越不能接受作弊，本研究的發現也

呼應這樣的觀點。

然而在作弊意圖方面，各題的結果較

為不同、平均數落差較大，題目分別為「如

果我有機會，我可能會在考試中作弊（M = 
2.74）」、「未來我有可能會作弊（M = 3.21）」、
「我永遠不會在考試中作弊（M = 4.13）」，
可見對於未來的作弊行為與絕對性的永不作

弊，學生是持較開放的態度。作弊行為的平

均數為 2.41，可知學生近一年來的作弊次數

介於 1 到 2 次之間，顯見作弊次數並沒有很

多；本研究結果與彭淑玲等人（2019）研究

類似，其研究發現國中學生在學業作弊與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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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弊接受度上偏低，本研究呼應上述的觀

點。

（二）計畫行為理論之作弊結構模式適

配度評鑑

1. 整體適配度

本研究提出的原始模式經檢驗後，TLI
的適配度指標為 .89 未達標準，檢視修正

指標 MI 進行調整，報表建議知覺行為控制

的第三題「即使我有好的理由，我也不允許

自己在考試當中作弊」應屬於道德義務的

題項，根據題項描述，學生因為堅守道德選

擇不作弊，過去研究也發現個人會因為作弊

引發罪惡感，故即使有好理由也選擇不作弊

（Effron et al., 2015），可見該題項相當符

合道德義務的內涵，故進行修正。修正後的

模式之整體適配度指標如表 2 所示，χ2 因

樣本數較多而未達可接受的標準，其餘適配

度指標皆顯示觀察資料與建構模式的適配

良好，RMSEA 小於 .08，SRMR 小於 .05，

GFI、TLI、CFI 皆大於 .90 的標準，CN 大於

200，表示支持此結構模式的成立。

2. 內在結構適配度指標

如表 3 所示，每個觀察變項對潛在變項

的因素負荷量皆達 .001 的顯著水準，且標準

化係數介於 .45 ~ .86 之間，除了知覺規範第

二題的因素負荷量稍低之外，但仍大於 .4 在

可接受標準內（王玉珍等人，2019），其它的

因素負荷量皆表現不錯；組合信度（CR）方

面，所有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都有達到 .60
以上，達到可接受的標準；平均變異抽取量

（AVE）方面則是需要大於 .50，潛在變項才

算有較高的被解釋程度（余民寧，2006），
態度、知覺行為控制及作弊意圖皆大於 .50，
僅知覺規範及道德義務稍低，分別為 .44 及 
.46，但也接近 .50，尚能接受。作弊意圖與作

弊行為的 R2 分別為 .64 與 .41，換言之作弊

意圖可以被態度、知覺規範、知覺行為控制

與道德義務解釋 64 % 的變異量；作弊行為

可以被態度、知覺規範、知覺行為控制、道德

表 2
假設模式的模式適配度

指標名稱 模式適配度 拒絕或接受模式

χ² 485.34 (df = 120, p < .001) 拒絕

CFI .96 接受

TLI .95 接受

GFI .96 接受

RMSEA (90 % CI) .051 ( .046 - .056) 接受

SRMR .038 接受

CN 383 接受

84



應用計畫行為理論探究學生作弊行為之縱貫分析

表 3
假設模式的參數（標準化、非標準化）與標準誤估計值

標準化 非標準化 標準誤
組合信度

(CR)
平均變異

抽取量 (AVE)

態度 .86 .54

   壞事—好事 .72*** 1.00a —

   不愉快—愉快 .74*** 1.45 .06

   愚笨之舉—明智之舉 .80*** 1.35 .06

   沒用—有用 .72*** 1.62 .07

   無利可圖—有利可圖 .70*** 1.69 .08

知覺規範 .69 .44

   無所謂—不認同 .76*** 1.00a －

   沒有人認為作弊是對的 .45*** .68 .05

   我在考試作弊會被看不起 .73*** .95 .05

知覺行為控制 .66 .50

   困難的—簡單的 .67*** 1.00a —

   有作弊念頭就能在考試作弊 .74*** 1.22 .08

道德義務 .77 .46

   不允許自己在考試作弊 .62*** .89 .04

   考試作弊有違我的原則 .77*** 1.00a －

   考試作弊是個道德上的錯誤 .74*** .88 .04

   考試作弊不會有罪惡感 # .54*** .66 .04

作弊意圖 .80 .58

   如果我有機會會在考試作弊 .80*** .99 .03

   我永遠不會在考試中作弊 # .59*** .85 .04

   未來我有可能會作弊 .86*** 1.00a －

態度 → 作弊意圖 .27*** .50 .08

知覺規範 → 作弊意圖 -.05 -.05 .04

知覺行為控制 → 作弊意圖 .29*** .37 .06

道德義務 → 作弊意圖 -.35*** -.38 .05

態度 → 作弊行為 -.06 -.15 .11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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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與作弊意圖解釋 41 % 的變異量，皆有

蠻高的被解釋變異量。整體而言，此模式對

於觀察資料具有一定解釋力，在內在結構適

配度指標上大致上具有理想的內在品質。綜

合整體適配度指標與內在結構適配度指標

之結果，研究假設二成立。

（三）模式各潛在變項間之效果

圖 2 與表 4 為模式的各項標準化係數

效果值，結果顯示態度、知覺行為控制以及

道德義務皆能顯著預測作弊意圖，而作弊意

圖也能顯著預測作弊行為，本研究的發現不

但符合原始的計畫行為理論在作弊行為之

結 果（Ajzen, 1991; Fishbein & Ajzen, 2010; 
Stone et al., 2009; Whitley, 1998），也與先

前研究以計畫行為理論為基礎，再加入道

德義務變項的國外研究結果相符（Alleyne 
& Phillips, 2011; Beck & Ajzen, 1991; 
Chudzicka-Czupała et al., 2016）。

1. 直接效果

由圖 2 與表 4 可知學生對作弊的態度

愈正向時，其作弊意圖就會越高（γ = .27，
p < .001）；但態度無法直接預測作弊行為，

標準化 非標準化 標準誤
組合信度

(CR)
平均變異

抽取量 (AVE)

知覺規範 → 作弊行為 -.01 -.02 .06

知覺行為控制 → 作弊行為 .15** .23 .08

道德義務 → 作弊行為 .03 .04 .07

作弊意圖 → 作弊行為 .64*** .74 .07

註：** 表示 p < .01，*** 表示 p < .001
a 因模式辨識而設定的固定參數 1
# 為反向題

態態度度
T1

知知覺覺規規範範
T1

知知覺覺行行為為控控制制
T1

道道德德義義務務
T1

作作弊弊意意圖圖
T1

作作弊弊行行為為
T1

-.49***

-.42***

-.53***

.59***

.58***

-.64***

.59***

圖 2
作弊之結構模式標準化係數圖   

註：實線代表具有顯著效果（p < .05）；虛線代表
無顯著效果

86



應用計畫行為理論探究學生作弊行為之縱貫分析

故假設 1-1 部分成立。知覺規範無法顯著預

測作弊意圖（γ = - .05，p > .05）；亦無法直

接預測作弊行為（γ = - .01，p > .05），故假

設 1-2 不成立。知覺行為控制可以正向預測

作弊意圖（γ = .29，p < .001），也就是說對

作弊的掌握程度越高，就越容易有作弊的意

圖；知覺行為控制也能直接預測作弊行為

（γ = .15，p < .05），故假設 1-3 成立。在道

德義務方面，研究結果發現道德義務可以顯

著負向預測作弊意圖（γ = - .35，p < .001），
意指越有高道德感的學生，其作弊意圖就會

越低；但道德義務無法顯著預測作弊行為 
（γ = .03，p > .05），故假設 1-4 部分成立。

作弊意圖對作弊行為的直接效果也達顯著水

表 4
計畫行為理論之作弊結構模式的效果量與 95 % 信賴區間（拔靴法）彙整表

作弊意圖 作弊行為

態度

直接效果 .27** (.15, .38) -.06(-.16, .05)

間接效果 － .16**(.09, .24)

整體效果 .27** (.15, .38) .10(-.03, .21)

知覺規範

直接效果 -.05(-.15, .05) -.01(-.08, .07)

間接效果 － -.03(-.08, .03)

整體效果 -.05(-.15, .05) -.04(-.12, .03)

知覺行為控制

直接效果 .29**(.20, .43) .15*(.03, .29)

間接效果 － .17**(.10, .28)

整體效果 .29**(.20, .43) .32**(.22, .46)

道德義務

直接效果 -.35**(-.46, -.23) .03(-.07, .13)

間接效果 － -.21*(-.30, -.12)

整體效果 -.35**(-.46, -.23) -.18*(-.31, -.06)

作弊意圖

直接效果 .59***(.46, .71)

間接效果 －

整體效果 .59***(.46, .71)

註：* 表示 p < .05，** 表示 p < .01，*** 表示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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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β = .59，p < .001），也就是說作弊意圖

越高的學生，其展現的作弊行為也會越多，

故假設 1-5 成立。

2. 中介效果顯著性檢驗

為了檢驗中介模式之顯著性，本研究以

Shrout 與 Bolger（2002）提出的拔靴法來

檢驗，拔靴法是一種藉由重複取樣的程序

提高估計值的正確性，來得到中介效果之平

均數及 95 % 信賴區間的方法，若藉由重複

取樣所得到的中介效果之 95 % 信賴區間不

包含 0，則表示中介效果達到 p  < .05 的顯

著水準。中介效果檢定結果與其 95 % 信賴

區間如表 4 所示，態度、知覺行為控制與道

德義務皆能夠透過作弊意圖間接預測作弊

行為，其間接效果分別為 .16（[CI: .09, .24]）
（p < .01）、.17（[CI: .10, .28]）（p < .01）、  
- .21（[CI: -.30, -.12]）（p < .05），且皆達顯著

水準。此外，態度與道德義務無法直接預測

作弊行為，但知覺行為控制能夠直接預測作

弊行為。

（四）縱貫效果之檢驗

根據 Beck 與 Ajzen（1991）的研究發

現，過去的作弊意圖可以預測之後的作弊行

為，因此本研究以 6 個月為間隔，以作弊意

圖 T1 預測作弊行為 T2。模式之整體適配度

指標如表 5 所示，除因追蹤樣本流失而導致

簡效適配指標表現稍差（CN = 186），各項

適配指標都通過判斷標準（RMSEA = .048; 
SRMR ＝ .035; GFI = .92; TLI = .95; CFI 
= .96），支持此追蹤模式成立。變項間的關

係如圖 3 所示，每個觀察變項對應到的潛在

變項，其因素負荷量介於 .54 到 .83 之間，達

p  < .001 的顯著水準。潛在自變項中，僅有知

覺行為控制與道德義務能夠顯著預測作弊意

圖，γ 分別為 .40 與 - .51，皆達統計上的顯著

水準。在作弊意圖預測作弊行為方面，結果

顯示作弊意圖 T1 除了能夠預測作弊行為 T1
之外（β = .72，p < .001），也能顯著預測作

弊行為T2（β = .35，p  < .001），縱貫效果模

式成立。

表 5
縱貫效果模式的模式適配度

指標名稱 模式適配度 拒絕或接受模式

χ² 236.24(df = 124, p < .001) 拒絕

CFI .96 接受

TLI .95 接受

GFI .92 接受

RMSEA (90 % CI) .048(0.36 -.060) 接受

SRMR .035 接受

CN 186 拒絕

88



應用計畫行為理論探究學生作弊行為之縱貫分析

二、 綜合討論

檢視過往的文獻中，國內少有研究將

計畫行為理論應用於作弊方面的議題，本

研究以計畫行為理論之作弊模式進行檢

驗，並驗證各變項間的直接與間接效果，

進而驗證整體模式的縱貫效果。茲針對研

究結果進行討論如下。

（一）態度、知覺規範、知覺行為控

制、道德義務對作弊意圖與作弊

行為之直接效果

本研究發現態度、知覺行為控制與道德

義務可直接預測作弊意圖，但知覺規範無法

直接預測作弊意圖，此結果與 Beck 與 Ajzen
（1991）的研究相似，該研究結果也指出以四

個預測變項來預測作弊意圖時，知覺規範無

法顯著預測作弊意圖，是唯一沒有達到統計

顯著性的變項；也與 Chudzicka-Czupała 等

人（2016）的研究結果顯示知覺規範是四個

預測變項中預測力最低之研究類似，此外，值

得注意的是道德義務是四個預測變項當中最

具有預測力的，也呼應 Chudzicka-Czupała
等人的研究結果。綜合上述可見國內中學階

段學生的作弊意圖之預測因子與國外研究

類似，的確較少受到知覺規範的預測力，亦

圖 3
作弊之縱貫效果模式標準化係數圖   

態態度度
T1

知知覺覺規規範範
T1

知知覺覺行行為為控控制制
T1

道道德德義義務務
T1

作作弊弊意意圖圖
T1

作作弊弊行行為為
T1

作作弊弊行行為為
T2

-.41***

-.43***

-.49***

.61***

.69***

-.64***
.35***

.72***

.36***

註：實線代表具有顯著效果（p < .05）；虛線代表無顯著效果

89



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期刊

即重要他人對個體是否形成作弊意圖的影

響力不高；而道德義務是預測作弊意圖最高

的因素且為負向預測，顯見當國內的國高中

生感受到的道德義務愈強，作弊意圖則愈

低，因此愈具有正義感的學生愈不會有作弊

的想法產生。而四個預測變項對作弊行為有

直接預測力的僅有知覺行為控制，與 Ajzen
（1991）在計畫行為理論提到，知覺行為控

制有時甚至不用透過行為意圖就能夠直接預

測行為之發現相呼應；但與 Beck 與 Ajzen
的研究略有差異，該研究發現對作弊行為最

具預測力的，為道德義務而非知覺行為控制，

本研究卻未能支持道德義務對作弊行為的直

接效果，而是支持對自己能否有能力進行作

弊這件事的評估才是關鍵；推究其因，依據

針對全國國中生的調查，結果顯示七成以上

的國中生作過弊，不到五成的學生認為作弊

是絕對不可犯的錯誤（何琦瑜，2012），換言

之，國中生對作弊的道德感受與其是否出現

作弊行為的關係並無絕對性，反而是能力是

否所及，才是會否出現作弊行為的主要原因。

（二）態度、知覺行為控制、道德義務

藉由作弊意圖預測作弊行為之中

介效果

本研究發現態度、知覺行為控制與道德

義務可以顯著直接預測作弊意圖，及透過作

弊意圖間接預測作弊行為，其中態度與知覺

行為控制是正向預測作弊意圖，道德義務是

負向預測作弊意圖，此結果過去研究相符合

（Alleyne & Phillips, 2011）。此外，態度與

道德義務需要透過作弊意圖來預測作弊行

為；而知覺行為控制除了透過作弊意圖間接

預測作弊行為，也可以直接預測作弊行為，皆

具有中介效果，只是透過不同的中介路徑，

此發現也吻合 Ajzen（1991）提出的論點。對

作弊意圖預測的強度是道德義務對作弊意圖

的預測程度最高，再來依序是知覺行為控制、

態度，這與 Chudzicka-Czupała 等人 2016
年的研究部分相同，其研究整體發現道德義

務最能預測意圖，接著依序是知覺行為控

制、態度、知覺規範，雖然本研究未發現知

覺規範可以預測行為意圖，但預測力的排序

與過去相關研究雷同。

綜合上述可知態度是作弊意圖重要的

預測指標，且必須透過作弊意圖才能預測作

弊行為，結合現況來看，臺灣學生對於作弊

持較負向的態度，若覺得作弊是件壞事，就

可以預測學生有較低的作弊意圖與作弊行

為。而知覺行為控制不但能直接預測作弊意

圖，亦能間接透過意圖預測行為，顯然學生

對於作弊的控制程度與技巧的掌控對其會

否作弊甚為關鍵，結合現況可以看到臺灣學

生對於作弊的掌控程度偏低，在考試當中較

難執行作弊行為，因此作弊意圖也不會太高。

相較於計畫行為理論中的其他變項，道德義

務最能夠預測作弊意圖，顯見道德義務確實

是預測作弊意圖的重要因素之一，推究其因，

臺灣學生在道德義務的分數表現上偏高，亦

即學生大多都認為作弊是違反個人原則且會

因此產生罪惡感，因而道德對於學生有一定

程度的約束力，進而負向預測作弊意圖，值

得留意的是，道德義務無法直接預測作弊行

為，顯見一個具有高度道德感的學生，不能

直接推論其是否可能作弊，還是需要透過學

生自身作弊意圖的高低，來間接預測其作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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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最後則是學生的作弊意圖的確可以預

測其作弊行為的產生，從臺灣學生有中偏低

的作弊意圖的現況來看，也就表示會有較少

的作弊行為。

整體而言，本研究發現計畫行為理論應

用於作弊上有其可行性，各變項之間的預測

程度與預測強弱皆與國外研究相互吻合，也

能確立本研究建構之模式能應用於國內的學

生，顯見計畫行為理論之作弊結構模式在我

國的文化下是可以成立的。

（三）計畫行為理論之作弊結構模式之

縱貫效果

本研究發現作弊結構模式縱貫效果中，

學生目前的作弊意圖是否可以預測其未來的

作弊行為也得到證實，亦即學生當前的作弊

意圖，確實會影響未來的作弊行為，研究假

設三成立。推究其因，意圖是一種嘗試的意

願，當意圖愈高，實際執行該行為的可能性

就越大（Ajzen & Madden, 1986），由於過

去研究少有以縱貫方式檢驗當下的作弊意圖

能否預測其後的作弊行為，本研究的結果顯

示當下的作弊嘗試意願，不僅能預測當下的

作弊行為，在 6 個月後仍然可以維持一定的

持續預測效果，預測未來的作弊行為，也為

計畫行為理論提供了一個縱貫效果的證據，

實為本研究之獨特發現。

（四）小結

綜合上述，相較於過去針對作弊行為之

研究，本研究之獨特意涵在於：第一，在既有

的計畫行為理論的三個前置變項：「態度」、

「知覺規範」、「知覺行為控制」之外，本研

究 依 據 Beck 與 Ajzen（1991）、Chudzic-
ka-Czupała 等人（2016）的研究為基礎，增

加「道德義務」作為「作弊行為意圖」的前置

變項，以驗證修正後的計畫行為理論在探討

國內中學生作弊行為之適用性，由於國內幾

乎沒有以計畫行為理論來探討作弊行為之研

究，故本研究之發現顯示該理論在臺灣的文

化下可以成立；第二，過去的計畫行為理論之

研究，大多是使用多元迴歸的方式來探究對

行為意圖與行為之預測力，本研究以結構方

程模式來探討各個變項間的直接效果、間接

效果與整體效果，可得知哪些因素對行為意

圖與作弊行為具有較為關鍵性的預測力與中

介效果；第三，過去少有在計畫行為理論中

檢驗行為意圖對行為的縱貫效果，本研究使

用至少兩波次間隔 6 個月的資料，在針對國

內中學生以「作弊行為意圖」對「作弊行為」

的推論性上，提供了縱貫效果的證據。

伍、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一）涵蓋道德義務的修正計畫行為理

論之作弊模式獲得支持

本研 究 根 據 Beck 與 Ajzen（1991）、
Chudzicka-Czupała 等人（2016）的研究，增

加「道德義務」為行為意圖的前置變項，以修

正後的計畫行為理論建立的作弊結構模式

具有良好的適配度，變項的關係如下：1. 態
度、知覺行為控制、道德義務皆能顯著直接

預測作弊意圖；知覺行為控制能顯著直接預

測作弊行為；作弊意圖能夠顯著預測作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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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2. 態度、知覺行為控制、道德義務皆能透

過作弊意圖間接預測作弊行為。3. 態度、知

覺規範、知覺行為控制以及道德義務之間彼

此具有顯著相關。

（二）計畫行為理論之作弊縱貫效果模

式成立

根據追蹤後的資料建立計畫行為理論

之作弊縱貫效果模式，研究結果如下：1. 當
下的作弊意圖能夠直接預測未來的作弊行

為，也能透過當下的作弊行為間接預測未來

的作弊行為。2. 當下的作弊行為能夠預測未

來的作弊行為。

二、 建議

本研究發現以加入道德義務因素的計

畫行為理論為基礎，臺灣學生之作弊模式獲

得支持，意即學生的態度、知覺行為控制、道

德義務的確能透過作弊行為意圖的中介，間

接預測其作弊行為，且具有縱貫之效果，針

對研究所發現的重要路徑建議如下：

（一）改變學生對考試的看法，以減少

作弊意圖

本研究發現態度能夠顯著預測作弊意

圖，並間接預測作弊行為，因此學生對於作

弊所抱持的態度與其作弊的意圖與行為有

關，故可以從對作弊的態度介入，若學生覺得

作弊能帶來好處時，對於作弊的態度就會較

為正向。從操作制約的角度來看，作弊能帶

來好處就表示能帶來正增強或負增強，因作

弊得高分能夠讓學生獲得想要的獎勵或是

避開不想要的懲罰，不管是獎勵或是懲罰，

應該都不是考試的初衷，考試是為了知道學

習困難點抑或是學習成效的好壞，因此教育

工作者應該培養學生對於考試的正確認知，

以減少學生認為能夠藉由作弊得到好處。若

能夠移除考試與獎懲之間的連結，並以同理

和鼓勵代替責罵來改變學生對於考試結果

的想法，除了可以降低學生從事作弊的意願，

也能使學生意識到學習不是為了考試後的獎

懲，而是獲得知識的快樂。

（二）利用價值澄清法建立學生的道德

感，以減少作弊行為產生

本研究透過研究結果得知具備道德義

務的學生較不易有作弊意圖進而有較少的作

弊行為，且在所有的預測變項中，道德義務的

預測力是最高的，因此建立學生的道德感是

能夠努力的方向。除了平時的道德教育宣導

提升道德認知以外，在情意領域方面，教師

也可利用價值澄清法，讓學生覺察自己的價

值觀，反省與分析其所具備的信念，進而將價

值觀實踐在生活當中。

（三）建立難以作弊的情境，降低學生

對作弊的控制程度

本研究發現知覺行為控制對作弊行為

的預測具有中介效果，可以透過作弊意圖間

接預測作弊行為，也能直接預測作弊行為，

且都為正向預測。為了減少作弊行為，降低學

生對作弊的控制程度是可以著力的點，像是

考試時僅能攜帶透明的鉛筆盒、學生之間的

間隔距離增加、監考老師頻繁巡視等，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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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環境的設置與掌控都能夠使作弊的難

度增加，進而減少學生對作弊的控制程度，

也就無法執行作弊行為，若學生知覺到作弊

的困難度，就能降低作弊意圖，進而減少作

弊行為的發生。

（四）建議日後能以計畫行為理論為基

礎來進行與作弊行為的相關研究

過往有關作弊行為的國內研究，包

括：張楓明與譚子文（2012）、彭淑玲等人

（2019）、彭淑玲與程炳林（2020）等，大

多是以學習目標及學業自我效能來探討作弊

之行為，以計畫行為理論來探究學生的作弊

行為之國內研究幾乎付之闕如。本研究是以

Ajzen 的計畫行為理論應用在作弊行為，且

所建構的模式獲得支持，顯見以該取向來探

討作弊行為亦有其價值，也能補足過去國內

研究之研究缺口，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者在從

事相關研究時，除了既有的學習目標、學業自

我效能等取向之外，亦能考慮使用計畫行為

理論為取向來進行後續的研究。

（五）對本研究使用的量表進行更多的

認知訪談與量表修正

由於本研究採用國外的問卷進行翻譯，

在翻譯的過程中除了找兩位專家進行專家內

容效度的檢核外，也找了 2 位學生進行認知

訪談，確認學生解讀問卷題目與原先欲表達

的意思相同。然而施測後的結果顯示反向題

都有較低的因素負荷量，且部分題目是雙重

否定的描述，學生答題的理解過程可能會有

困難；此外，「知覺規範」分量表因為題數僅

有 3 題，導致內部一致性信度較不理想，該

潛在變項平均變異抽取量的被解釋程度也

相對較低，可能在模式的建構上會較無法充

分代表該潛在構念，此為本研究之限制。因

此建議未來研究者能針對既有量表之題項，

增加認知訪談的學生數量與次數，藉由認知

訪談「放聲思考（thinking aloud）」與「口語

探查（verbal probing）」的過程，針對問卷的

題項描述進行適當的修改，也能藉由認知訪

談結果進行量表題項之修正，使其更能代表

潛在變項，有利提高後續模式建構與估計之

穩定性。

（六）嘗試使用認知實驗的方式測量作

弊行為，以避免社會期許性效應

本研究發現過去一年內學生的平均作

弊次數在 1 到 2 次之間，在眾多考試的國、

高中生時期，作弊次數卻不到兩次，若研究

樣本的回答屬實，這是相當令人高興的消息。

然而，這也可能是社會期許性（social desir-
ability）所造成的填答結果，本研究由於採

用自陳式資料蒐集，而作弊在臺灣社會中常

被認為是件壞事，儘管問卷為匿名填答，但

學生為了避免自己被認定為是會作弊的壞學

生，不希望讓他人覺得自己會作弊，因此通常

會以「較能被社會接受」的狀況來填答，也

就是所謂的社會期許性傾向，填寫的就會是

「好答案」而不是「真答案」。因此本研究建

議往後的研究可以將作弊的主題同時併用認

知實驗來檢驗，建立較難偽裝的研究情境，

像是測量學生對不同語句的反應時間，降低

社會期許性的影響，以期獲得更為精確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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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數據。

（七）增加測量作弊行為的題項或參採

不同資料蒐集方法，以更準確了

解學生作弊行為

過去有關測量「作弊行為」的研究，多

數都是使用單一題項、且以頻率 / 次數的測

量方式來測量學生的作弊行為（e.g., 張楓

明、譚 子 文，2012；Ajzen, 1991; Chudzic-
ka-Czupała, 2014; Chudzicka-Czupała et 
al., 2016），故本研究也採用類似的作法。事

實上 Hayduk 與 Littvay（2012）提到進行結

構方程模式的模式序列時，使用單一題項的

作法是可行的，將單一題項視為依變項的作

法也很常見，但此種較為傳統的單題測量方

式，是否可以充分測量出學生的作弊行為是

值得進一步考量的，因此僅使用一個題目形

成一個量表來測量「作弊行為」亦是本研究

之限制。建議未來測量作弊行為時，有別於

傳統的作法，可以在量化的研究基礎下，在

既有的題項上增加除了頻率 / 次數以外的題

項，或同時輔以質性的訪談，先明確定義作

弊行為的範圍和類型，將更有助於確定測量

「作弊行為」應該包括的內容和提問方向，也

能符合 Hayduk 與 Littvay 所建議的「一或

兩個題項通常是足夠的，但三個題項偶爾也

會有幫助」的論點，以更準確了解學生作弊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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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主要變項間之相關係數矩陣

1 2 3 4 5

1. 態度 —

2. 知覺規範 -.37*** —

3. 知覺行為控制 .46*** -.28*** —

4. 道德義務 -.39*** .36*** -.36*** —

5. 行為意圖 .55*** -.38*** .48*** -.40*** —

6. 作弊行為 .38*** -.29*** .40*** -.28*** .57***

註：*** 表示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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